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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竞争力作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和培育竞争优势的新思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内容。 基于河长制演进的经验事实,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中国环境政策创新对城市绿色竞争力的作用。 研究

发现:河长制对城市绿色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显著,且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呈现出异质性。 此外,河长制主要通过引

致绿色技术创新、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3 个渠道对城市绿色竞争力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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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competitiveness, as a new idea to break the constraint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cultiv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facts of the evolution of river chief system, this paper uses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to identify the

role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innovation on urban green competitiveness. It is found that the river chief system

has an indigenous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green competitiveness, and shows heterogeneity in time and space.

In addition, the river chief system has an indirect impact on the green competitiveness of cities mainly through three

channels: induc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ducing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promo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Key words:environmental policy innovation; green competitiveness; river chief policy

　 　 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快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凸显我

国环境治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以政府为主导的

环境治理正式制度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剂

“良方” [1]。 西方国家通过环境治理市场化,形成

了借助市场机制来对企业、公众的行为予以引导

或约束的环境治理模式。 在“经济分权、政治集

权”特性的制度安排下,近年来我国在实践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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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河长制” “林长制” “湖长制”等一系列具有中

国特色的创新性环境政策,其独特之处在于对环

境公共物品采取各级党政领导负责下区域协同治

理[2]。 那么,这一环境政策能否从根本上规避我

国长期存在的环境治理内生动力不足? 其执行模

式如何?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

将提高绿色竞争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航

标。 由此衍生出一个急需解答的问题,环境政策

创新对绿色竞争力有影响吗? 新常态下,国家和

地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城市之间的较量,
而绿色竞争力是城市品牌形象的重要内涵。 那

么,环境政策创新能否提升城市绿色竞争力? 对

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把握经济转型升级过

程中的现实状态,还为推进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当前,随着各国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越

来越高,学界对环境治理的研究逐渐增多。 其主要

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 3 个方面:一是聚焦于政府财

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Bernauer 等[3]的研究表

明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越高,公害物品的供

给越高,即政府支出规模和环境治理之间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 Bostan 等[4]的研究发现政府对环境保护

的财政支出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效率,显著减少城

市的一氧化碳排放量。 李涛等[5] 认为政府财政支

出行为有利于改善雾霾污染,但呈现空间互斥性。
二是探究环境政策的治理效应。 国内外学者围绕

环境政策展开研究,得到了比较丰富的结论。 范

庆泉等[6] 认为环境税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还
能够降低污染水平,即产生“双重红利效应”。 三

是研究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的作用。 长期以来,
地方政府被认为是地区环境质量的重要影响因

素[7]。 在以 GDP 考核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的

激励下,地方政府存在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

动机,即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 [8]。 也有部分学

者认为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可以促使地方政府自由

选择发展政策,而差异化的环境保护政策可以有

效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9]。
在绿色竞争力的研究方面,周杰琦等[10] 基于

中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研究发现要素市

场扭曲削弱了中国环境规制对绿色竞争力的作

用。 张峰等[11]采用拉开档次法、云模型和探索性

空间数据分析等多种方法,从经济驱动、创新产

出、能源节控、环境规制和社会保障 5 个维度对制

造业绿色竞争力进行测度和特征分析。 杜龙政

等[12]从治理转型的角度,分析环境规制、治理转型

对中国工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复合效应。 陈红喜

等[13]从价值链的角度,设计了企业绿色竞争力的

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问卷调查对指标体系进行

修正。 陈运平等(2012) [14] 通过因子分析法对分

析得到影响区域绿色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子,并
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了测度区域绿色竞争力的指

标体系。
总体来看,现有文献对财政支出、环境政策、

地方政府间竞争 3 个方面如何影响环境质量进行

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而对绿色竞争力的研究较为

匮乏。 在绿色竞争力的研究中,只有部分学者从

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工业绿色竞争力、制造业绿

色竞争力、企业绿色竞争力等方面进行了有限的

关注,缺少从城市层面研究绿色竞争力的文献。
作为地方统筹城乡一体化、社会发展与社会保

障一体化、产业结构一体化的核心地区,同时又

是生态环境问题高度集中且激化的高度敏感地

区,城市势必成为环境治理的前沿阵地和良好

空间载体,因而从城市视角探讨环境治理政策

创新对绿色竞争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

实意义。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2019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环境治

理体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

中央政府对环境治理做了许多部署,但治理环境

污染的“最后一公里”依然难以打通[15]。 对此,普
遍认为在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中国式”制度安

排下,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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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财政支出用于生产性支出,以吸引流动性资

源,导 致 中 央 的 环 境 治 理 政 策 被 “ 策 略 性 执

行” [16]。 因此,如何解决“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

政策与地方政府的激励不兼容问题已经成为中国

政府面临的现实课题。 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提

出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环境治

理领导责任体系,以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自

主性。
河长制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其他环境政策相比具有很大的制度优势。
首先,河长制在中国施行经历了地方首创、局部推

广、全国推行 3 个发展阶段,与“自上而下”的环境

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可以很好地克服“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问题。 此外,河长制作为创新性环境规

制,在全国的渐进性推进为评估政策效果提供了

很大的研究空间。 其次,与征收环境税、排污费等

激励型环境规制不同,河长制属于事前规制,可以

更有利于识别政策效果。 最后,河长制打破了行

政界线,破解“九龙治水”难题。 一方面,中国传统

的环境规制往往是由各地环保部门牵头,公检法

等多部门共治,容易陷入“有心无力”的态势,最终

引致环境治理低效。 而河长制将地方政府党政领

导作为第一负责人,明晰权责,有效地解决了上述

问题。 另一方面,河长制的推行将行政区域内的

污染问题内部化,克服了以往各个地方各自为政

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如图 1 所示,河长制作

为中国创新性环境治理政策,一方面,在以上级政

府的评价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制度安排下,地
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具有很大的自主性。 通过明晰

权责的方式,上级政府将环境治理的自主权下放,

图 1　 中国创新性环境治理政策的执行模式

使地方政府成为环境治理的第一责任人,既是环

境政策的制定者,也是环境政策的执行者,接受上

级政府的监督和考核。 另一方面,“理性”的地方

政府依据地区特征和环境状况,打破原有的科层

权力构架,以实际的治理问题为导向,设立专门的

环境治理机构,落实责任主体。 与此同时,吸纳公

众参与、实行社会监督,实现环境治理多元互动。
(二)理论分析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纳

入分析中,体现了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要求,能够

较好地反映国家或地区的绿色竞争力。 因此,本
文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绿色竞争力,并
将其引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得到如下生产

函数:
Y = A(EG,T) × F(K,L) (1)

在(1)中,Y 表示总产出;A 为技术进步的效率函

数,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竞争力)函数,受环

境政策创新(EG)与其他因素(T)的影响;K 为资

本投入量;L 表示劳动投入量。
环境政策创新(EG)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影响绿

色竞争力:①环境政策创新可以引致绿色技术提

升,提高绿色竞争力。 政府对环境治理支出的增

加必然会挤占生产性支出,导致社会生产效率损

失。 随着一系列环境政策的创新,公众环保意识

的增强和环境治理力度加大,绿色技术和绿色产

品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增加,企业为迎合市场需求

和取得“先发优势”,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绿色技

术创新,从而减少环境污染以及规避环境治理带

来的效率损失,最终提高绿色竞争力。 ②环境政

策创新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从而促进绿色竞争力

提高。 由于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性特征,
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治理环境会导致市场失灵。
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通过差别化的财税

政府、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等创新性手段,使环境

污染成本和环境治理收益内部化,增加污染的排

放成本,促进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从而提高绿色

竞争力。 ③环境政策创新可通过促进经济转型升

级来提高绿色竞争力。 在创新性思维作用下,一
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引导“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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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或企业运用绿色技术,发展绿色环保产业

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健康发展;另一方

面政府可以通过推广先进的环保技术和清洁能

源,来诱发生产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

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绿色竞争力。
借鉴 Hulten 等[17] 对多元希克斯效率项的处

理方法,将式(1)写成如下形式:
Y = Ai,0 eγ it EGμ i

i,t Tτ i

i,t × F(K i,t,Li,t) (2)

在式(2)中,i 表示地区;t 表示年份;Ai,0表示各城

市初始绿色竞争力;γi表示外生的生产率变迁;μi、
τi分别衡量环境政策创新的溢出效应和其他因素

的溢出效应。
对式(2)两端同时除以 F(K i, t,Li, t),便可以

得到绿色竞争力的计算式:
GTFP i,t = Y / F(K i,t,Li,t) = Ai,0 eγ it EGμ i

i,t Tτ i

i,t

(3)
对式(3)取自然对数,得到:
ln GTFP i,t = lnAi,0 + γi t + μi lnEG i,t + τi lnTi,t

(4)
通过式(4)可以看出,绿色竞争力的大小与环

境政策创新的溢出效应 μi的大小及正负相关,本
文将对此进行讨论。

三、实证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评估中国创新性环境治理政策———河长

制对城市绿色竞争力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法,将
实施河长制地区的城市归为处理组, 把未实施河

长制地区的城市归为控制组,构建一个组内和组

间两次差分的准实验。 具体基准回归模型设

定为:
lnGTFP it = β hzzit + λX it + αi + βt + εit (5)

在式(5)中, GTFP it 为城市 i 第 t 年的绿色竞争力;

hzzit 为城市 i 在第 t 年是否实施了河长制的虚拟变

量,具体取值规则为:如果城市 i 在第 t 年实施了

河长制,赋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X it 为控制变量的

集合; αi 为城市固定效应,用于捕捉其他非时变的

不可观测特征; βt 为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捕捉其他

时变的不可观测特征; εit 为误差项。
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首轮制度创新中失利的

主体为了获取 “制度租”,会对先发地区的政策进

行模仿,从而导致首轮竞争中形成的“制度租”耗

散殆尽[18]。 因此,随着河长制的不断推广,河长制

的政策效应在时间上可能存在波动,导致河长制

对城市绿色竞争力的带动效应会随着河长制实施

时间的增加表现出较强异质性。 参考曹清峰[19]的

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方法,研究河长制对绿色竞争

力作用效果的时间异质性,模型设定为:

lnGTFP it = α0 + ∏
8

k≥8,k≠1
αk Tk

it + γ X it + αi +

βt + εit (6)
在式(6)中,T 代表实施河长制这一事件的虚拟

变量。 假定实施河长制的年份为 y i,令 k = t - y i

当 k≤ -8 时, T - 8 = 1 ,否则为 0;依次类推,当
k = - 7, - 6,…,6,7 时,相应的 D = 1,否则为 0;
当 k≥8 时,D = 1,否则为 0。

虽然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估计了河长制对城市

绿色竞争力的作用,但城市分布上的差异可能会

对估计结果造成一定的偏误。 因此,要考察由这

种空间上的差异带来的影响,以识别河长制对绿

色竞争力的净效应,而这可以通过对不同地区子

样本的系数分别进行估计来实现。 对此,选择将

河长制和区域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加入回归模型来

进行估计,构建模型如下:
lnGTFP it = β hzzit + β1 regioni + β2 hzzit ×

regioni + λX it + αi + βt + εit (7)
在式(5)的基础上,式(7)引入 regioni变量。 其中,
regioni是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若 i 城市为西部城

市,则 regioni = 1,否则为 0。
(二)绿色竞争力的测算

本文采用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与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表征

绿色竞争力。
1. 测度方法:假定 x = xij ∈ R +

M 为投入要素的

向量,生产的期望产出向量为 y = yij ∈ R +
N ,非期

望产出为 p ∈ R +
I 。 假设在时期 t 地区 k 的生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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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集 (xk,t,yk,t,pk,t) 满足闭集和凸集、产出弱可

处置性、零结合性与投入的强可处置性,运用数据

包络分析法进行模型化为:
F(x) =

(yt ,pt):∑
K

k = 1
γt
k ytkm ≥ ytkm,∀m;

∑
K

k = 1
γt
k ptki ≥ ptki,∀i;∑

K

k = 1
γt
k ytkn ≥ xtkn,∀n;

∑
K

k = 1
γt
k = 1,γt

k ≥0,∀k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ü

þ

ý

ï
ï
ïï

ï
ï
ï

(8)

在式(8)中, γt
k 表示横截面观测值的权重,∑

K

k = 1
γt
k =

1,γt
k = 1,∀k 表示规模报酬可变,去掉这一约束条

件则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为:
St,k
V (xk,t,ygk,t,ypk,t,gx,gy,gp) =

max
sx,sy,sb

1
N∑

N

n = 1

sxn
gx
n
+ 1
M + I(∑

M

m = 1

sym
gy
m
+ ∑

I

i = 1

syi
gy
i
)[ ] / 2

s. t. ∑
K

k = 1
γt
k xtkn + sxn = xtkn,∀n;∑

K

k = 1
γt
k ytkm - sym =

ytkm,∀m;∑
K

k = 1
γt
k ptki - syi = ptki,∀i;∑

K

k = 1
γt
k = 1,

γt
k ≥0,∀k;sxn ≥0,∀n;sym ≥0,∀m;spi ≥0,

∀i (9)
在式(9)中, St

V 表示生产技术可变规模报酬(VRS)
下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而规模报酬不变(CRS)下

的方向性距离函数用 St
C 表示; ( xt,k, yt,k, pt,k) 、

(gx,gy,gp) 和 ( sxn,syn,spi ) 分别表示省份 K 的投入

和产出向量、方向向量和松弛向量。 ( sxn,syn,spi ) 均

大于零表示实际的投入和污染大于边界的投入和

污染,而实际产出则小于边界的产出。 因此, ( sxn,

syn,spi ) 表示投入过度使用、污染过度排放及期望产

出生产不足的量。
Chambers 等[ 2 0 ] 提出了 Luenberger 生产率指

数,该指标可同时考虑投入的减少和产出的增加,而
无需选择测度角度,本文用该方法测算城市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 那么,t 期和 t + 1 期之间的 GTFP 及

其来源的表达式为:

GTFP t +1
t =

1
2

St
C(xt,yt,bt;g) - St

C(xt +1,yt +1,b +1;g)[ ] +

St +1
C (xt,yt,bt;g) - St +1

C (xt +1,yt +1,b +1;g)[ ]
{ }

(10)
2. 投入指标方面。 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为资

本、劳动两大要素。 劳动投入采用全社会从业人

员,即单位从业人员和私营个体从业人员之和来

衡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资

本投入采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资本存量的

近似估计。 在估算的方法上,采用的是永续盘存

法,并借鉴了 Young 等[21] 的研究,假定折旧率

为 6% 。
3. 产出指标方面。 本文的产出指标包括期望

产出与非期望产出。 由于经济发展是地区重要的

最终成果,因而期望产出使用 2004—2018 年各城

市的生产总值来表示;非期望产出选择用工业废

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工业粉尘排放

量来表示。
(三)相关变量引入及说明

本文的解释变量即影响中国城市绿色竞争力

的主要因素,分为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两类指标,
后者包括财政自主度、对外经济、经济发展、基础

设施、运输条件、城市规模、人力资本。
1. 河长制(hzz):本文借鉴沈坤荣等[22] 的做

法,通过百度搜索、政府网站、新闻报道等多种方

式来确定推行河长制的时间,并以此作为地级市

是否推行了河长制的虚拟变量。
2. 财政自主度( finance):在央地双重领导的

制度下,财政自主权对地方政府的决策具有重要

影响,可以反映地方对环境政策的干预程度。 本

文用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

支表示财政自主度。
3. 对外经济( fdi):用各地区实际使用外商投

资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 FDI 可能用于验证“污
染避难所假说”和“绿色港湾假说”,故 FDI 很可能

对绿色竞争力具有影响。
4. 经济发展(gdp):用各地区的 GDP 增长率

来表示。 中国已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发展

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好的软件和硬件基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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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增强资源环境约束,故有必要检测其对绿

色竞争力的影响。
5. 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用公共设施投资

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 在有限财政预算约束下,
地方政府可以将财力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也
可以投入到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与

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相机抉择行为可以很好地反映

各地政府对绿色发展的支持程度。
6. 人力资本(hcapital):有利于促进地区技术

进步,可以利用科技创新降低能源消耗、提升绿色

竞争力。 本文采用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与

城市年末总人口之比来衡量该指标。
7. 城市规模( rcitysize):根据 Duranton 等[23]的

研究,城市规模是城市经济产出与劳动生产率的

重要决定因素。 城市规模一般涵盖了人口规模、
土地规模和经济规模,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用城市

人口规模来表示。 本文对城市规模采用年末城市

常住人口来衡量。
8. 运输条件( trans):新经济地理学将运输成

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运输成本或

贸易成本是决定产业选择、产业集聚与空间分布

的重要因素,而这些都对绿色竞争力具有很大的

影响[24]。 运输成本和运输条件主要取决于交通基

础设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取决于铁路或公路密度。
本文用“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通行里程”指标来表示

运输条件。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处理方法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GTFP 绿色竞争力 SBM - Luenberger 4 275 1. 744 0. 679 0. 595 6. 856

自变量 hzz 河长制 见上文 4 275 0. 189 2 0. 391 8 0 1

控制变量

finance 财政自主权 预算内收入 / 财政预算内支出 427 5 0. 581 8 0. 283 5 0. 022 8 8. 390 1
graduate 人力资本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4 275 0. 043 4 0. 040 0 0. 000 2 0. 288 9
citysize 城市规模 年末城市常住人口 4275 1. 427 6 1. 838 4 0. 143 5 24. 65
gdp 经济发展 GDP 增长率 4 275 0. 111 2 0. 049 9 - 0. 311 0. 293
trans 运输条件 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通行里程 4 275 0. 685 3 1. 366 5 0. 002 1 26. 33
road 基础设施 公共设施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比例 4 275 0. 043 8 0. 0440 3 0. 000 1 0. 614 4
fdi 对外经济 年末实际使用外资 / 地区 GDP 4 275 0. 026 5 0. 036 1 0. 000 1 0. 758 1

　 　 (四)数据来源及处理

为了研究的需要,对所选取的样本数据进行

了两个方面的预处理:①为了保证处理组与控制

组的可比性,剔除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拉萨市、毕
节市、铜仁市、海东市,以中国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作为基础研究样本。 这是因为地级及以上城市

作为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主要载体,在环境治理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众多行为主体都将城市作

为多层环境治理中跨越层次的一个点,且作为地

区的发展极,具有较强同质性。 ②为了控制制度

环境的异质性,将研究样本的时间段选取为 2004
年以后(2004—2018 年)。 这是因为 2004 年浙江

省长兴县开始对城区河流试行河长制,由多个部

门负责人担任河长,对水系开展清淤、保洁等整治

行动,基本建立河长制的政策框架,之后这个模式

被推广至全国。 此外,本文所涉及的数据来自《中
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各省(市)统

计年鉴》;针对数据缺失,采取均值法补齐,最终得

到 285 个城市 2004—2018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基准回

归中,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考察了河长

制对绿色竞争力的政策效应。
表 2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仅控制

了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未加入控制变量。 而列

(2)则报告了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完整结果。
结果显示,变量 hzz 的系数在 1% 的统计水平上

显著为正,这表明实施河长制对所在地区的城

市绿色竞争力具有显著提升效应。 财政自主、
人力资本、城市规模、经济发展、运输条件、基础

设施、对外经济等控制变量对于绿色竞争力同

样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前文所做的理论

预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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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lnGTFP

(1) (2) (3)

hzz 0. 035∗∗∗

(13. 86)
0. 033∗∗∗

(13. 163)
0. 029∗∗∗

(5. 975)

hzz × region - 0. 019∗∗

( - 2. 396)

finance 0. 006∗∗

(2. 052)
0. 014∗∗

(1. 964)

hcapital 0. 071∗∗

(2. 061)
0. 158∗∗∗

(2. 757)

citysize 0. 003∗∗

(2. 460)
0. 006∗∗∗

(2. 987)

gdp 0. 045∗∗∗

(3. 379)
0. 045∗∗∗

(2. 374)

trans 0. 007∗∗∗

(7. 425)
0. 007∗∗∗

(2. 439)

infrastructure 0. 105∗∗∗

(7. 509)
0. 111∗∗∗

(4. 832)

fdi 0. 147∗∗∗

(8. 179)
0. 150∗∗∗

(5. 575)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275 4 275 4 275
R2 0. 165 0. 207 0. 254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 p < 0. 05、p < 0. 01 有统计学
意义。

(二)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分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来进行异

质性分析,这既考虑到河长制对城市绿色竞争力

的作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也为本文的结果提供

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1. 时间异质性检验。 图 2 报告了河长制对城

市绿色竞争力提升效应的在时间上呈现的时间异

质性。 可以看出,河长制提升了城市绿色竞争力,
但作用效果在时间上呈现出异质性。 河长制在实

施的第 5 年后,对绿色竞争力的提升作用趋于平

缓,甚至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从实施的第 7 年开

始,河长制对城市绿色竞争力长的提升效应开始

又大幅提升。 总体而言,随着河长制实施时间的

增加,其对所在地区的城市绿色竞争力的带动效

应大致经历了一个先变大后平稳再大幅提升的过

程,这验证了河长制对城市绿色竞争力带动效应

的时间异质性。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河长制

比较好地适应了地方区域特征和环境状况,在实

施之初对绿色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然

而,在河长制试点范围扩大之前,“搭便车”行为抑

制了政策效应的发挥,之后随着河长制在中国的

全面推广,环境治理的“外溢效应”再次得到发挥。

图 2　 河长制作用效果的时间异质性

　 　 2. 空间异质性检验。 如表 1 列(3)所示的回

归结果表明,河长制对西部地区城市的绿色竞争

力的作用效应被削弱了,但依然显著为正,约为

10. 2% 。 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维

护社会稳定以及促进经济增长,且西部地区的资

源禀赋、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等方面与东部和中部

地区有着较大的差异,作为处理组或者控制组均

存在不可比的问题,表现在环境治理对绿色竞争

力的驱动效应弱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三)识别假定检验

研究发现,实施河长制能够有效提升城市绿

色竞争力,但是该结论仍有可能受到遗漏变量的

影响,为了验证本文 DID 识别策略的可靠性,进行

了以下识别检验。
1.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法的前

提是需要满足平行趋势这一事前检验,即在河长

制实施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绿色竞争力在时

间上具有共同的趋势。 图 3 报告了受河长制影响

的处理组和未受河长制影响的控制组的绿色竞争

力的变化趋势。 可以发现,在 2014 年之前,处理组

和控制组的城市绿色竞争力的变化趋势基本一

致。 2014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加强河湖

管理,建设水生态文明”新闻发布会,河长制从此

向全国推广,平行趋势被打破,实施河长制地区的

城市绿色竞争力相对于未实施的地区优势明显。
图 3 为城市绿色竞争力平行趋势图。 图中横

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绿色竞争力。 以 2014 年河

长制在全国扩大试点为分界点,图中的虚垂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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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扩大政策试点开始的年份,实曲线为实施

河长制的城市,而虚曲线表示未实施河长制的城

市。 如图 3 所示,实施河长制地区和未实施河长制

地区的城市绿色竞争力随时间变化呈现出平行趋

势,即无论是 2014 年政策扩大试点实施前后,未实

施河长制地区的城市绿色竞争力都略低于实施河

长制的地区。 然而,在 2014 年之后,这种差距在逐

渐缩小,平行趋势被打破。 因此,双重差分的平行

趋势假说可以得到图形支持。

图 3　 绿色竞争力的平行趋势事前检验

2.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河长制对城市绿色

竞争力的作用效果受到其他非观测遗漏变量的干

扰,本文通过在全样本中随机选择 7 个样本作为处

理组来进行间接检验,并使用表 2 列(2)的回归结

果作为基准结果。 根据估计式(1),hzz 系数估计

值 β1的表达式为:

β1

︿
= β1 + λ

cov(hzzit,εct X)
var(hzzit X)

(11)

在式(11)中,X 表示所有可观测的控制变量,若使

得 β1的估计无偏,则 λ 为 0。 但是困难在于这里无

法得知 λ 是否为 0,并且也无法直接检验估计结果

是否会受非观测因素的影响。 如果本文依靠相关

经济理论,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式使得 hzzct不会对

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在此前提下,如果还能估计

出 β1

︿
= 0 ,则能反推出 λ 为 0。

为了提高安慰剂检验的可识别能力,本文将

这个随机过程重复了 500 次,图 4 报告了估计系数

的概率密度分布情况。 由此可以发现,随机分配

的估计值集中分布在零附近,估计系数的均值为

- 0. 005,基准估计结果(0. 033)位于整个分布之

外。 因此,可以反推出 λ 为零,从而证明了不存在

其他随机因素影响基本结论。 换言之,说明了河

长制的实施没有政策效应,反推出 2007 年实施的

河长制对处理组的促进作用是真实存在的。 综上

所述,实施的河长制对绿色竞争力的正向显著影

响并未受到未观测到的遗漏变量的干扰。

图 4　 安慰剂检验

(四)稳健性检验

1. SM - DID 方法是一种非线性参数估计方

法。 相比于双重差分法的具有两大优势:一是消

除了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确保处理组选择的随

机性;二是放松了线性关系的强假设。 就本文而

言,由于确定河长制实施年份的标准不同(开封市

通过发布的河长制官方文件确定实施时间,而宁

波市通过“河长制”的新闻报道确定实施时间),相
比于传统 DID 方法,PSM - DID 方法的好处在于不

需要考虑选取标准的年度变化,因为无论标准如

何变化,匹配完成后处理组始终都是与自己特征

近似的控制组进行比较。 因此,为了确保上述回

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 PSM - DID 方法进一步

分析河长制对城市绿色竞争力的作用(见图 5)。
具体而言:①分别采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

配方法给实施河长制的样本(处理组)匹配控制

组,使得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河长制这项政策实施

前尽可能没有显著差异,以减少河长制在实施时

的选择偏误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②利用双重差

分法方法识别出河长制对城市绿色竞争力的净影

响。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第(1)—(3)列分

别是半径匹配、核匹配、近邻匹配的估计结果。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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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不管采用何种匹配方法,最后的估计结果都

不会相差太大[27]。 从表 3 中的 3 种匹配方式的估

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匹配方法的估计系数、符号

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表 2 基本一致,因此

本文估计的河长制对城市绿色竞争力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的结果是稳健的。
2. 更改样本时期。 本文的回归主要基于

2004—2018 年的样本,但实际上河长制是在 2014
年以后开始大规模推行,样本实施前的时期可能

过长。 2011 年,在实施河长制 4 年后,江苏省无锡

市 12 个国家考核断面水质和主要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为 100% ,河长制对环境治理的成效显著,
这一模式开始被公众所认知。 因此,选取时间段

为 2011—2018 年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如表 3
第(4)列所示,实证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

3. 控制变量滞后一期。 为了降低潜在的内生

性问题,本文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重新进行

回归,实证结果如表 3 第(5)列所示。 由此可以看

出,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但是由于控制变量滞后一期,控制程度变弱,估计

系数略微下降。 再次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lnGTFP
(1) (2) (3) (4) (5)

半径匹配 核匹配 近邻匹配 OLS OLS

hzz 0. 033∗∗∗

(6. 205)
0. 032∗∗∗

(6. 198)
0. 033∗∗∗

(6. 198)
0. 018∗∗∗

(5. 479)
0. 032∗∗∗

(6. 052)

finance 0. 006
(1. 321)

0. 005
(1. 308)

0. 006
(1. 308)

0. 004∗∗

(2. 265)
0. 007

(1. 027)

hcaptial 0. 071
(1. 048)

0. 071
(1. 046)

0. 071
(1. 046)

0. 113∗∗

(2. 196)
- 0. 019

( - 0. 272)

citysize 0. 003
(1. 228)

0. 003
(1. 216)

0. 003
(1. 216)

0. 003
(1. 343)

0. 005∗

(1. 923)

gdp 0. 050∗∗

(2. 440)
0. 045∗∗

(2. 264)
0. 045∗∗

(2. 264)
0. 048∗∗

(2. 569)
0. 065∗∗

(3. 319)

trans 0. 007∗∗

(2. 399)
0. 007∗∗

(2. 397)
0. 007∗∗

(2. 398)
0. 009∗∗∗

(3. 891)
0. 003

(1. 595)

infrastructure 0. 104∗∗∗

(4. 281)
0. 105∗∗∗

(4. 283)
0. 105∗∗∗

(4. 283)
0. 168∗∗∗

(7. 270)
0. 082∗∗∗

(3. 830)

fdi 0. 146∗∗∗

(5. 181)
0. 147∗∗∗

(5. 191)
0. 148∗∗∗

(5. 191)
0. 204∗∗∗

(6. 277)
0. 096∗∗∗

(2. 701)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4 265 4 275 4 275 2 565 3 990

R2 0. 789 4 0. 789 5 0. 788 7 0. 802 5 0. 789 4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 p < 0. 10、p < 0. 05、p < 0. 0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a)　 　 　 　 　 　 　 　 　 　 　 　 　 　 　 　 (b)　 　 　 　 　 　 　 　 　 　 　 　 　 　 　 　 (c)

图 5　 PSM + DID 检验匹配前后变量差异

　 　 (五)机制检验

根据分析,河长制很可能通过降低污染排放

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三

种渠道来影响城市绿色竞争力。 在此基础上,本
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河长制影响城市绿色

竞争力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1. 污染排放强度 (PE)。 本文借鉴蒋伏心

等[26]的做法,通过收集各城市的工业废水、工业烟

粉尘、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计算出各城市的主要

污染物单位 GDP 的污染排放值,再对单位污染排

放量进行线性标准化并进行加权平均整理,从而

得出污染排放强度。

首先,对各行业的单位污染排放量进行线性

标准化。

P ij =
Uij - min U j

max U j - min U j
(12)

在式(12) 中,Uij 为单位产值 GDP 污染排放量;
maxU j和 minU j分别为各指标在所有城市中的最大

值和最小值;P ij为指标的标准化值。
其实,计算各指标的调整系数(W j) 。 由于

不同地区的差异较大,污染排放比重相差较大,
即使属于同一城市,不同污染物的排放强度也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因此,使用调整系数可以

近似地反映出这种污染特性的差异。 其取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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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下:

W j =
E ij

∑
m

i = 1
E ij

/
F i

∑
m

i = 1
F i

=
E ij

F ij
/
∑

m

i = 1
E ij

∑
m

i = 1
F i

(13)

在式(13)中,E ij为 i 城市 j 污染物的污染排放量;
E ij

∑
m

i = 1
E ij

为 i 城市 j 污染物的污染排放量占所有城

市的比重;F i为城市 i 的国内生产总值;
F i

∑
m

i = 1
F i

为 i

城市的 GDP 占所有城市的比重。 计算出各年份的

指标权重后,再计算样本期间的平均值。
最后,通过各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和平均权

重,计算出排放强度:

Si = 1
n∑

n

i = 1
w j P ij (14)

2. 绿色技术创新(GT)。 使用人均绿色专利

申请数作为绿色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
3.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 ET)。 借鉴曾贤刚

等[27]的研究,采用第三产业与 GDP 之比来衡量。
从表 5 可以看出,河长制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回

归系数为 - 0. 043,表明河长制对可以降低污染排

放强度。 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河长制对城市

绿色竞争力的回归系数为正,污染排放强度的系

数为负,且都在 5% 水平上显著,表明河长制可以

通过降低污染排放强度来提高城市绿色竞争力。
同理,当以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时,
主要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河长制可以通过

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来提高城市绿色竞

争力。 综上所述,环境政策创新可以提高城市绿

色竞争力,并且污染排放强度、技术创新、经济结

构是 3 条有效的影响机制。

表 5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lnGTFP PE GT ET lnGTFP lnGTFP lnGTFP lnGTFP

hzz 0. 033∗∗∗

(13. 163)
- 0. 043∗∗

( - 2. 236)
0. 129∗∗∗

(10. 158)
0. 135∗∗∗

(10. 44)
0. 127∗∗∗

(10. 066)

PE - 0. 029∗∗

( - 2. 236)
- 0. 016∗∗

( - 2. 518)

GT 0. 197∗∗∗

(10. 16)
0. 018∗∗

(2. 293)

ET 0. 072∗∗

(2. 301)
0. 036∗∗

(2. 4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4 275
R2 0. 207 0. 206 0. 225 0. 181 0. 103 0. 720 - 0. 031 0. 227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 p < 0. 05、p < 0. 01 有统计学意义。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中国的创新性环境治理政策———河长制的实

施对城市绿色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在通

过了多种识别假定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

依然成立。 财政自主、人力资本、城市规模、对外

经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因素同样对城市绿色

竞争力产生显著的影响。 异质性分析发现,由于

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河长制

对西部地区城市绿色竞争力的驱动效应弱于东部

地区和中部地区。 此外,河长制对城市绿色竞争

力的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时间异质性。 不仅如此,

环境治理可以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促进绿色技术

创新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这有利于驱动绿色竞

争力提升。
(二)政策启示

第一,推动河长制成为我国区域环境治理的

成功范本,从权利优化与制度配套两方面对传统

环境治理政策进行突破,实现区域环境协同治理,
为林长制、湖长制、湾长制等其他领域的治理政策

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践支撑。 第二,调整地方政府

考核目标,进一步降低 GDP 的权重,将绿色竞争力

纳入考核内容,以期改变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对环

境公共物品供给的动力不足与片面追求经济利益

941

理论·方法与案例　 中国环境政策创新对城市绿色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的境况。 第三,合理制定差异化的环境治理政策。
落实环境治理需要充分考虑西部地区的差异性,
在环境治理制度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上都应该给予

特殊性。 第四,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环境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重要体现。 要建立权责明晰、目标明确、社会共

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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